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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理论基础是重工业具

有更强的前后向关联，可以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基于古典多部门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中

国 1957-1973 历史投入产出表以刻画重工业部门的前后向关联和技术外溢效应，从理论和经

验两方面研究了重工业基础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工业基础没有改变轻工

业技术演进的方向，但对轻工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分解结果表明，1957-1992 年的

技术效率变化中，1957-1973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34.3%，1973-1987 重工业技术系

数变化贡献了-14.1%，而 1973-1987 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55.8%。对于发展中国家，尽

管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技术效率提升有一定作用，但符合比较优势轻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是经济

增长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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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初期，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策界

争论的焦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大推进”、“中心-外围”等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很

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逻辑是，政府的

干预有利于克服投资领域的市场失灵，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帮助落后国家脱离贫困陷阱

（Rosenstein-Rodan，1961；Chang and Amsden, 1973；Hirschman，1988）。但是，重工

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市场扭曲、资源错配等（林毅夫等，1994；

Hayami，1997；林毅夫，2008；徐朝阳、林毅夫，2010）。那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正面和负面效果孰轻孰重？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政府应用产业政策至关重要。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导致市场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波动加大、收入分配恶

化等问题（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林毅夫、刘明兴，

2004；林毅夫、张鹏飞，2005; 徐朝阳、林毅夫，2010；陈斌开、林毅夫，2013）。但是，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存在的正面影响的经验研究则非常缺乏。姚洋等（2008）认为重

工业产品在工业体系中多为基础性的流动或是固定资产投入品，重工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其

他产业的生产成本，并有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

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

理论论断在现实中是否重要？本文将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从经验上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构建了中国 1957-1973 历史投入产出表以刻画重工业部门的前后向关联和技术外

溢效应，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重工业优先战略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潜在影响。中国历史投入产

出表整合了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来源，首次全景式的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前经济结构。

本文采用古典视角的多部门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刻画了市场经济下的轻工业技术选择与前端

产业链的发达程度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工业基础没有改变轻工业技术演进的方向，但对轻

工业技术的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分解结果表明，1957-1992 年的技术效率变化中，

1957-1973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34.3%，1973-1987 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14.1%，而 1973-1987 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55.8%。因此，在存在明显市场失灵和

进口限制的前提下，重工业优先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优先发展也是有限度的，如

果与禀赋结构偏离太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收益可能远远低于其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尽

管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技术效率提升有一定作用，但符合比较优势轻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是经济

增长的核心动力。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差异和贡献。第一、通过整合宏观统计数据

和微观企业数据构建了中国 1957-1973 历史投入产出表，刻画了重工业部门的前后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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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外溢效应。第二、基于古典多部门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刻画了产业间关联效应，分析

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从产业关联视角拓展了新结构经济学最优产业

/技术选择的理论框架。第三、以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量化研究了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的长期影响，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做出有益补充。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投入产出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

述；第三部分搭建了多部门理论分析框架，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对历史投入

-产出表的编制方法进行说明；第五部分定量研究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轻工业技术选择

的影响；最后为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评述 

 

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旨在通过产

业政策推动重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等）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重工业优先

发展的利弊得失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指令下的资本积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第

二、选择重工业作为优先产业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支持者认为政府的干预有利于克服投资领域的市场失灵，并可以带

来规模收益（Chang and Amsden, 1973）。反对者认为运用政府指令最大限度依靠资本积累

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缺乏技术进步，资本收益会不断下降，最终陷于增长的陷阱（Hayami，

1997）。同时，政府的干预容易陷入政府信息不充分、腐败等政府失灵问题。对于第二个问

题，支持者认为重工业具有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和技术外溢，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解决市场协

调失灵等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全面发展（Rosenstein-Rodan，1961；Chang and Amsden, 1973；

Hirschman，1988；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 等）。反对者认为，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将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低效（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8；徐

朝阳、林毅夫，2010）。姚洋等（2008）同时考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认

为重工业产品在工业体系中多为基础性的流动或是固定资产投入品，重工业的发展有利于降

低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并有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适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早期理论基础来自二战之后的结构主义思潮。比如作为一种经济发

展观念的 “大推动”理论（big push）（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 “不平衡增长”理论（Hirschman，1988），三次产业演进理论（Clark，1957）

和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1989），以及钱纳里（Hollis Chenery）、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等人的纯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经验观察和规律，没有深入探

讨经济结构背后的理论逻辑，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政策追求的目标，忽略了产业结构的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4 

内生性。 

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产业结构的内生性（林毅夫，2010 等），认为一个国

家的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产业结构，随着禀赋结构不断变化，最优产业结构也随之变化，

因此而构建了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框架（Ju, Lin, and Wang, 2015）。在

此理论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偏离其禀赋结构和最优产业结

构，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因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进而导致发展

中国家的市场扭曲、资源错配和经济增长绩效低下。在强调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同时，新结构

经济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认为由于存在外部性和协调失灵等问题，政府

可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在符合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对

产业升级的引导作用，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和协调失灵等问题（林

毅夫，2010）。 

无论是早期结构主义思潮还是新结构经济学，还都没有对其理论逻辑进行全面的实证

检验。林毅夫及其合作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导致市场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波动加大、收入分配恶化

等问题（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林毅夫、刘明兴，2004；

林毅夫、张鹏飞，2005; 徐朝阳、林毅夫，2010；陈斌开、林毅夫，2013）。但是，考虑到

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和技术外溢效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正面影响（姚洋

等，2008），本文试图基于多部门理论框架，从前后向关联和技术选择的角度去研究重工业

优先战略的可能正面影响，并采用扎实的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去实证检验这一结论。 

产业结构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转变，但是结构转变却又不能在技术自身范围内得到

解决，技术本身是被选择的结果。李嘉图在《机器论》中指出新技术或是新机器在被发明出

来之后，并不会马上投入使用，技术或是机器的使用是需要条件的（Sraffa, 1955）。在不

同的产业链和分配关系的前提下，一个新技术的导入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也可能并不比旧技

术更有利可图。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从境外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快速的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些新技术产业多为纺织、消费型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商品，它

们共同的特点是处在产业链的后端。这些新技术在中国顺利落地并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是否与

产业链前端的重工业基础有关？ 本文采将利用历史投入产出表刻画产业间关联程度，进而

探讨重工业水平对轻工业技术进步选择和整体技术效率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能存在的正面影响。 

 

三、产业关联与多部门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构建一个包含两个商品，一种初始投入（劳动），四个生产过程的经济。如表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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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经济中有两个产业，1 和 2，分别生产商品 1 和 2。每个产业有两种生产技术，产业 1

的两种生产技术分别为 a 和 b，而产业 2 的两种技术分别为 c 和 d。每种技术的生产向量为

表 1 中的每一列。在生产向量中，产出品用正数表示而投入则用负数表示。以技术 为例，

其产出为商品 1。为了生产 1单位的商品 1，来自商品 1和 2的投入分别为   
 和   

 ，劳动

投入为  
 。因此，商品 1的净产出为     

 ，而商品 2和劳动的投入分别为   
 和  

 。 

表 1 两部门技术选择问题 

  产业 1 产业 2 

  技术  技术  技术  技术  

商品 1      
       

      
      

  

商品 2     
      

       
       

  

劳动    
     

     
     

  

为了分析重工业技术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我们将产业 1 设为轻工业部门，而将

产业 2 设为重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被设定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

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到重工业的产品，而重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轻工业产品。因此，我们

将   
 和   

 设为 0。若采用 Dorfman et. al. （1958）的做法采用劳动使用标准化生产向量，

即用 除以生产向量的每一个元素，我们可以得到 1 单位劳动使用条件下的产出与使用。将

标准化的生产向量表示到二维空间中得到图 1。图 1 的横轴为标准化之后的生产向量中的商

品 1 的净产出（投入），纵轴为标准化之后的生产向量中的商品 2 的净产出（投入）。实

线的向量 a，b，c 和 d 表示代表的是技术 a，b，c 和 d。来自不同产业的任意两个技术之间

的连线（虚线）代表这两个技术组合所能支撑的最终需求组合的边界，即转换曲线。该转换

曲线越靠右上方说明这两个技术的组合效率越高。 

图 1 中所展示的问题可以被描述为 

           (

     

  
   

  

)   (
 

     

  

)   (
  

  
)  (

 
 
)                       (1) 

                                                          (2) 

其中式  ，  代表的是产业 1 和产业 2 的活动水平；  ，  是商品 1 和商品 2 的最终需求。

（1）的左边代表最终产品的供给，而右边代表最终产品的需求。若附加上式（2）这一标

准化的条件，最终需求实际上就被表示成了两个产业生产向量的凸组合。在满足式（2）的

前提下改变  ，  的取值则得到转换曲线，即技术前沿面。它代表的是该经济所能够支撑的

最终产品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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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 技术选择的不同情景 

 

图 1a 和图 1b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在图 1a 中无论与重工业的技术 c 或是技术 d

搭配，轻工业的技术 b 都是优于技术 a。而在图 1b 所展示的情形中，如果与重工业技术 c

搭配，轻工业技术 a 优于轻工业技术 b；若与重工业技术 d 搭配，轻工业技术 b 优于轻工业

技术 a。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其技术的优劣不单取决于自身的性质，还取决于它的

“搭档”。在图1a的情形中，技术b的单位劳动的商品1净产出高于技术a，即
     

 

  
  

     
 

  
 。如

果将不等式两边的分子分母对调，我们可以将这个条件转化为，
  
 

     
  

  
 

     
 。也就意味着

在净产出给定的前提下，技术 b 使用较少的劳动。同时，技术 b 的单位劳动的商品 2 投入

低于技术 a，即
   
 

     
  

   
 

     
 。这也就意味着技术 b 使用较少的重工业投入品。因此，无论

从劳动投入系数还是重工业投入品系数的角度出发，在轻工业中技术 b 都比技术 a 更节约。

对于图 1b 中所展示的情景而言，
  
 

     
  

  
 

     
 且

   
 

     
  

   
 

     
 。也就是说技术 b 相对于技术

a 使用更少的劳动，却使用更多的来自重工业的投入品。也就是说，相对于技术 a，技术 b

使用较多的机器去替代劳动。当重工业的技术为 d 时，单位劳动的净产出
     

 

  
 较大，重工

业的技术水平较高。此时，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轻工业技术 b 相对于密集使用劳动的

技术 a 较为有效率。因此，图 1b 中的转换曲线 bd 高于转换曲线 ad。当重工业的技术为 c

时，单位劳动的净产出
     

 

  
 较小，重工业的技术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密集使用劳动

的技术 a 比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轻工业技术 b 更有效率。综上所述，若两种轻工业技

术的劳动和重工业产品投入系数各有优劣，则两种技术的优劣取决于重工业的效率。若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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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的净产出低于两种轻工业技术的生产向量的连线与纵轴的交点，即 

     
 

  
 (

   
 

  
  

   
 

  
 )

     
 

  
  

     
 

  
 

 
   
 

  
  

则密集使用劳动的技术占优，反之则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技术占优。而轻工业技术不存

在绝对占优技术，即轻工业的技术选择取决于重工业的技术，的条件为这个交点在零点之上。

即 

                        

     
 

  
 (

   
 

  
  

   
 

  
 )

     
 

  
  

     
 

  
 

 
   
 

  
                         （3） 

若
  
 

     
  

  
 

     
 ，

   
 

     
  

   
 

     
 ，则式（3）可以改 

     
 

  
 (

   
 

  
  

   
 

  
 )  

   
 

  
  

     
 

  
  

     
 

  
   

即
   
 

     
  

   
 

     
 。也就是说，

  
 

     
  

  
 

     
 ，

   
 

     
  

   
 

     
 是式（3）的充分条件。同时，

     

  
 

     
 

  
  

   
 

  
  

   
 

  
  

     
 

  
  

     
 

  
 

 
   
 

  
 也等价于

  

     
 

  
 (     

 
)
  

   
       

    

   
 (     

 )
  

    
       

    
; 
     

  
 

     
 

  
  

   
 

  
  

   
 

  
  

     
 

  
  

     
 

  
 

 
   
 

  
 

也等价于
  

     
 

  
 (     

 
)
  

   
       

    

   
 (     

 )
  

    
       

    
。综合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1， 

命题 1. 若
  
 

     
  

  
 

     
 ，

   
 

     
  

   
 

     
 ，则当 

  
     

 
  
       

       
       

    

   
 (     

 )
  

    
       

    
 

时，产业 1 的技术 a 所给出的转换曲线高于技术 b 给出的转换曲线；当 

  
     

 
  
 (     

 
)
  

   
       

    

   
 (     

 )
  

    
       

    
 

产业 1 的技术 a 所给出的转换曲线低于技术 b 给出的转换曲线。 

    在本文所构建的框架下，任意部门的任意一种生产技术都有两种要素投入。一种是初始

要素劳动，另一种是资本品。我们沿袭 Kurz and Salvadori (1995)的处理方式，从（1），（2）

所代表的数量模型的对偶问题——价格模型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
                    

                  
)                 

其中  和  分别是商品 1 和 2 的价格； 表示工资率，是劳动要素投入的回报； 表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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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资本要素投入的回报。从该价格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列昂惕夫-斯拉法静态体系

中，中间投入代表资本品的投入。在本文的框架中，劳动的供给量代表劳动的禀赋。区别于

初始投入劳动，资本品是可以被系统再生产出来的。因此，资本品即重工业产品再生产的效

率，即     的大小，代表资本禀赋。资本禀赋较好的国家拥有较高的资本品再生产效率。

正如上文中所给出的例子所示，相比于拥有技术 c 的国家，拥有技术 d 的国家拥有更好的资

本禀赋。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重点产业的选择以及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要素

禀赋。在封闭经济假设下，拥有较好资本禀赋，即资本品再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适合在任意

产业（包括轻工业产业）发展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如图 1（b）所示，若该国已经拥

有资本品生产技术 d，则应发展密集使用资本的技术 b。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拥有较好资本

禀赋的国家适合集中发展生产资本品的产业。反之亦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同时认为，随着

禀赋结构不断变化，最优产业结构也随之变化。在本文的框架下，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资本品的再生产效率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论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最优的技术结构，还是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产业结构，都会随着资本品再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化。在比较静态的框

架下探讨资本品再生产效率变化对其他产业最优技术选择的影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也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要观点在政治分析方面的应用。 

需要注意的是若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从投入产出表中获取的中间投入系数作为   的

数据来源，则该系数只包含流动资本的投入而没有考虑到固定资本的投入。因此从数据的角

度来看我们所考虑的“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技术指的相对密集地使用流动资本投入品

的技术。然而，流动资本的投入和固定资本的投入有着极强的相关性。例如，煤和电力的密

集投入往往意味着机器的密集使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技术

指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上述的两部门经济分析给出了轻工业技术优劣取决于重工业技术的若干条件。我们接

下把这些结论推广到多部门经济中去。令经济中有  个轻工业部门和  重工业部门，每个

部门有技术 a 和 b 两个选项，如下表所示， 

表 2 多部门技术选择问题 

  轻工业 重工业 

  技术  技术  技术  技术  

轻工业商品      
       

      
      

  

重工业商品     
      

       
       

  

劳动    
     

     
     

  

其中， 配上合适的上下标代表各个部门各个技术的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表示合适维

度的单位矩阵； 配上合适的上下标表示各个部门各个技术的劳动投入系数向量。与两部门

模型一样，我们将   
 和   

 设为元素全为零的矩阵。式（1）所展示的数量模型的多部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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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 

        (
      

   
)   ̂

  
   (

    

      
)   ̂

  
   (

  

  
)                   (7) 

                                                          (8) 

其中 和 分别代表全为 0 和全为 1 的向量； 和 配上合适的下标分别是各部门的活动水平

向量和最终需求向量。通过构造对偶问题，我们可以轻易给出某一技术组合占优的条件，既

命题 1 的多部门版本。因此，我们得到命题 2。 

命 题 2. 若   
       

         
       

      ，          
     

       
       

         
     

       
      ，则当 

         
  (   

 (     
 )

  
      

       
      )    

       
         

 (     
 )

  
                                                    

（12） 

时，产业 1 的技术 a 所给出转换曲线高于技术 b 给出的转换曲线；当 

         
  (   

 (     
 )

  
      

       
      )    

       
         

       
                                                         

（13） 

时，产业 1 的技术 a 所给出的转换曲线低于技术 b 给出的转换曲线。 

 

    我们发现，相比于两部门的经济，多部门的经济采用计价物和多部门意义上的重工业的

劳动投入强度         
  来作为权重，将矩阵和向量转化为标量，从而给出技术选择的条

件。例如  
       

         
       

      采用计价物作为权重，给出了技术 b 的劳动密集

程度低于技术 a 的条件。又例如，         
     

       
                

     
    

   
      采用计价物和多部门意义上的重工业的劳动投入强度         

  来作为权重，将

矩阵   
       

    和   
       

    加总为标量，作为技术 b 的重工业投入密集程度高于

技术 a 的条件。 

 

四、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依赖于产业间存在关联效应，而刻画产业关联的主要工

具是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是刻画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国民经济核算表格。投入产出分

析可以系统地展现经济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和交互影响（Miller and Blair, 2009）。投

入产出既可以在古典传统的意义上构成斯拉法-列昂惕夫体系，也可以与各种方法结合，扩

展为可计算一般均衡。遗憾的是，我国官方（半官方）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最早只能追溯到

1973 年表，它是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科学院联合编制的物质型投入产出表（Liu and Chen, 

2005）。在此之后，从 1987 年起国家统计局每五年一次公布全国投入产出表，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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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丹羽春喜（1970）编制了中国 1956 年投入产出表，但是该表只

有 22 个部门，并且存在估算的成分较大和无法与之后的投入产出表接续的问题。精确的早

期投入产出表的缺失使我们很难从精确的产业间关联的角度去探索重工业发展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为深入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我们开始了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的

编撰和估计工作。我们以 1973 年表为基础，通过整合统计数据，企业数据和技术数据，向

前延展了 1957，1963，1968 年投入产出表，并采用同样口径调整了 1973 年表。最终形成

了从 1957 到 1973 年每五年一次的混合型投入产出表。我们之所以选取 1957 年作为起点

而不是 1958 年作为起点，是因为 1958 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都比较差。而到了 1963 年大跃进的影响已基本消除，也比较适合作为 1957 年之后的第二

个编表年份。 

对历史投入产出表的追溯与估计已经成为研究经济史尤其是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问题

的强大工具。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推算了 1947，1958，1963，1957，1967，1972 和

1977 年的美国历史投入产出表（BEA, 2016）。荷兰统计局估计了 1944 年荷兰投入产出表。

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编撰工作不仅为研究我国建国早期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关联问题提供

了证据，也为国际间比较和国际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提供了数据基础。表 3 简单描

述了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结构。 

 

表 3 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框架 

              

产出                 

投入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产品 

1 
„ 

产品 

n 

产业 

1 
„ 

产业 

n 

消

费 

存货

增加 

投

资 

出

口 

进

口 

总产

出 

中
间

投
入
 

产品 1 

                         „ 

产品 n 

产业 1 

                             „ 

产业 n 

初
始
投
入
 

营业盈余 

         
   

生产税净

额 

劳动者报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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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折旧 

  总投入    
      

  
   

     

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基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行业技术参数、企业技术参数和理

论技术参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混合型投入产出表，即表中的部门分为以实物单

位计量的产品部门和以价值单位计量的产业部门。编表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中国工业交通能

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00）的 1957-1973 年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共选

取了 160 种主要工业产品，再加上来自于《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的废钢产量，

共有 161 种工业产品。这 161 个工业产品基本覆盖了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工业产品。如表

3 所示，这 161 个工业产品构成了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的实物部分，是我们编表工作的重点。

我们会精确地编制这些产品的投入系数。由于这 161 个工业产品并不覆盖所有的国民经济

部门，我们利用 17 个以价值单位计量的产业部门来“封闭”我们的投入产出表，使其可以

代表整个国民经济。 

投入系数的编制工作是本研究重点和难点。我们三个步骤编制投入系数矩阵。步骤一：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收录了各个行业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这个数据

来源于整个行业的当年度统计。我们从中提取了最主要最关键的投入系数（例如一单位粗钢

生产的焦炭投入），构成了投入系数矩阵的骨架。步骤二：统计资料中所列出的主要经济技

术指标并不能覆盖所有的投入系数。因此我们从企业资料入手估计各个年度的投入系数。中

国的企业所出版《厂志》①记录了本企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技术系数和投入产出关系。对于

每一种工业产品，我们搜索到它们当时的生产厂家，并从他们的厂志中提取出各个企业在不

同年度的各种投入系数。最后以各个企业的产量为权重，加权平均估计出当年度的各种投入

系数。我们用这些投入系数以“填空”的方式，补全步骤一中所遗漏的投入系数。步骤三：

通过步骤一和步骤二，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投入系数矩阵。但是我们还是无法避对系数的

遗漏。如果将这系数设为零，将会导致计算结果的偏误。因此，我们利用 Ecoinvent 数据库

（Hischier et. al. , 2005），采用理论工艺流程的技术系数补全了所有可能的投入系数。通过

以上三个步骤，我们获得了 1957，1963，1968 和 1973 年 161 个主要工业产品的投入系数

矩阵。同时，我们根据《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分行业企业利润，税

收，工资和固定资产变化情况估计了初始投入中的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固

定资产折旧。 

17 个产业部门被用于“封闭”全国投入产出表，这一部门分类与 1973 年价值型投入

                                                        
① 例如，济南钢铁总厂志（济南钢铁总厂志编纂委员会，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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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表保持一致，该表由 Liu et. al. (2008) 在 1973 年物质表的基础上估算。这 17 个部门

可以理解为“其他”部门，它们被用于覆盖该产业部门中未被产品部门所覆盖的产出份额。

例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指的是不包含汽，煤油，柴油，机焦，其他焦炭等产品的其他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这是个“其他”部门的总产出由《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

编》中的各行业工业生产总值转换得到。由于这些“其他”部门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无法

获取其精确的投入系数。因此，对于 1957 年、1963 年和 1968 年、1973 年的这些“其他”

部门的投入系数，我们分别采用丹羽春喜（1970）的 1956 年表的投入系数和 Liu and Chen 

（2005）所给出的 1973 年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投入系数作为初始值，最后在配平总产出和

总投入的过程中调整这些投入系数。 

 

五、产业关联与重工业优先战略 

 

在之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系统地探讨重工业优先

战略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轻工业的影响。本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通过计算重工业部门

的前向关联系数验证第三节中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二）验证命题 2 中式（12）或（13）

的不等号的方向，即重工业的建设成果是否对轻工业的技术选择产生影响；（三）通过结构

分解方法量化重工业建设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重工业部门前向关联系数的实证分析 

基于多部门理论框架和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我们可以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发展战略

的长期影响。在我们在前文中所刻画的理论模型中，在我们设     而   ≥  。实际上就

在模拟重工业有较强的前向关联，而轻工业前向关联较弱的情景。因此，在实证命题 2 之

前，我们首先要验证的一个问题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确实

提升了产业关联意义上的重工业（即前向关联较强的部门）的产量。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开始，我国重点建设了一大批基础工业建设项目，包括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

点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以能源、钢铁、机械、化学品为主。图 3 展示了 1952 年至 1973 年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状况。图 3 的纵轴为各个年份工业产品产量／1952 年工业产品产

量，因此各个工业产品在1952年的值为1，而其他年份的产量为各个年份的产量相对于1952

年产量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能源类产品如天然气、石油等，其次是钢铁、

化学品等重工业产品。另一方面，虽然自 1952 年起开始各个产品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是 1966

至 1968 的两年间不少产品产量出现的负增长的现象。这也就印证了文革早期的混乱局面对

经济产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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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建国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出增长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的之一在于优先发展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基础工业产品，继而

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数据验证的是，我国的一五、二五、三五建

设所优先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前向关联。为了测度各个产品的前向关联，我们通过如

下的公式给出前向关联系数： 

𝑓     𝐵     

其中𝐵是投入产出表中的分配系数矩阵， 是单位矩阵， 是所有元素都为 1 的列向量。𝐵中

的第𝑖𝑗个元素表示一单位第𝑖个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分配到第𝑗个部门生产中的比例。因

为 Jones (1976) 指出采用分配系数所构造的前向关联系数优于采用投入系数所构造的前向

关联系数，本文中采用分配系数来构造前向关联系数。它代表的是一个第𝑖个产品在整个产

业链上被其他部门所使用的强度的测度。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发展前向关联强的行业推动产业链中其他产业

的发展。为了验证我国见过初期的产能建设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即是否重点发展的产业

是否在实际运作中确实具有较强的前向关联，我们计算了这一段时间各个产品产量的增长率

与前向关联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 5：产量增长率与前向关联系数的相关系数 

 1957 1963 1968 1973 

Spearman 0.3158
***
 0.3644

***
 -0.0546 0.1692

**
 

 (0.0012) (0.0002) (0.5858) (0.0891) 

Kendall 0.2142
***
 0.2444

***
 -0.0348 0.1046

*
 

 (0.0014) (0.0003) (0.6068) (0.1198) 

*** p<0.01, ** p<0.1, * p<0.15。括号中为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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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给出了各年度相对于5年①前产量的产出增长与当年度前向关联系数之间的相关系

数。由于我们主要关心产出增长的部门排序和前向关联系数的部门排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

们分别计算了非参意义下的 Spearman 和 Kendall 相关系数。我们发现 1952 年-1957 年的

产出增长与 1957 年前向关联之间有着比较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同样的，我们发现 1957 年

-1963 年的产出增长与 1953 年前向关联之间有着比较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五、二五

建设以建设产业链前端的基础性产业重工业优先战略的目标，那么这一时期重点建设应该是

达到它的既定目标。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 1958-1960 年间发生了 “大跃进”运动。“大跃

进”一方面生产出了大量低质量的钢材，另一方面了也催生了虚假的产量统计数据。我们的

分析只考虑 1963 年产量与 1957 年产量的对比。1957 年“大跃进”尚未开始，而 1963 年

国民经济调整基本结束。因此我们的分析基本可以剔除掉大跃进这一特殊事件对正常分析的

冲击。1963 年-1968 年的产出增长也与 1968 年的前向关联系数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性。这

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革初期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1968 年-1973 年的产出增长与 1973

年的前向关联系数有着一定的正向相关性。随着国民经济地逐渐恢复，我们能够看到基础性

行业的产出增长在夯实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面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以此得出结论，从五十年

代开始的产能建设实现了它的既定目标，即成功的发展了前向关联较强的产业。 

 

（二）重工业的建设成果对轻工业的技术选择的影响 

整体而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实成功发展了前向关联较强的重工业产业，但重工

业产业发展对轻工业部门发展的影响有多大？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否会影响轻工业的部门的

技术选择？命题 2 指出若  
       

         
       

      且         
     

    

   
                

     
       

      ，则技术 a 与低效率的重工业结合比较有效率，

而技术 b 则与高效率的重工业结合比较有效率。换句话说，在低水平的重工业建设水平下，

有效的经济会选择密集使用劳动的技术 a。反之，在高水平的重工业建设水平下，有效的经

济会选择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品的技术 b。因此，实证分析的第一步是去计算我国改革开放

后的不同阶段         
    和         

            
     的水平。不失一般性地，我

们令 的元素全为 1/n。通过整理中国 1957 年和 2002 年投入产出表，将它们的部门合并成

统一口径的 18 各部门，其中包含 11 个重工业部门，3 个轻工业部门，1 个农业部门，3 个

服务业部门。采用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得到劳动投入系数。并将价格水平统一为

1957 年价格。计算得到标准化后的 1987 年的轻工业劳动使用强度         
    为 0.4660，

而 1992 年的这个指标为 0.2928。1987 年的标准化后的轻工业的重工业投入强度

                                                        
① 唯一的例外是 1963 年的产出增长率为相对于 1957 年的产出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15 

         
            

    为 0.1205，而 1992 年的这一指标为 0.1360。从数据上看，

1987 年的轻工业技术是密集使用劳动的技术 a，而 1992 年的轻工业技术是密集使用重工业

投入品的技术 b。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逐步从密集使用劳动的轻工业技术

转向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的轻工业技术。 

我们接下来通过数据验证，改革开放之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给上述的这个轻

工业的技术选择提供了条件。之前的理论分析认为         
    代表了重工业技术水平，

这个指标越高，即加权后的单位净产出的劳动投入越高，重工业的技术水平越低。通过使用

我们编制的 1957，1963，1968 和 1973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1957，1963，1968 和

1973 年的重工业技术水平指标         
    。如图 4 所示，从通过“一五”和“二五”

的建设，从 1963 年较 1957 年的重工业水平相比有所提高。受文化大革命早期政治运动的

冲击，1968 年的生产效率大幅下降。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重

新走上正轨，重工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1973 年的重工业技术水平指标是四个样本年度

中最高的。这从数据上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效果。这就为改革开放之后逐步选择密

集使用重工业投入的轻工业技术提供了基础。 

 

图 4 改革开放之前的重工业技术水平指标 

 

我们接下来严格的讨论命题 2 中所给出的条件，看重工业技术水平对轻工业技术选择

结果的影响。我们考虑 1987 年的轻工业所面临的技术选择问题。此时的轻工业面临两种选

择，即维持 1987 年的轻工业技术或是晋升为 1992 年的轻工业技术。令 a 代表 1987 年的

技术，而 b 则代表 1992 年的技术。我们首先验证 1987 年的轻工业技术相对于 1992 年的

轻工业技术是否是使用相对较多的劳动而使用较少的重工业投入品。即检验命题 2 中的条

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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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给出了取不同年份重工

业技术作为权重时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无论取何权重，1992 年的轻工业相对于 1987 年

的轻工业都使用较多的重工业投入而使用较少的劳动投入。1987 到 1992 的技术进步是一

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也就是说，当设 1987 年为 a，1992 年为 b 时命题 2 的预设条件得到

满足。 

 

表 6 命题 2 预设条件的检验结果 

  1957 1963 1968 1973 1987 

         
     

   

    
       0.4974 0.3436 0.3765 0.2169 0.1360 

         
     

   

    
       0.4305 0.2969 0.3252 0.1918 0.1205 

  
       

       0.4660 0.4660 0.4660 0.4660 0.4660 

  
       

       0.2928 0.2928 0.2928 0.2928 0.2928 

 

接下来讨论在给定不同重工业基础的情况下，1987 年的轻工业技术还是 1992 年的轻

工业技术是更适合的技术。即不等式方向是式（12）中给出的情形还是（13）中所给出的

情形。令式（12）和（13）的不等式左边为 右边为 。我们发现，虽然重工业的技术水平

在不断上升，但是不论采用的那一年的重工业技术，L 都在 R 之下。也就是说，现实情况始

终满足（13）式所给出的条件。因此，机器替代人的技术进步是始终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

最优选择。同时，我们注意到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伴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L 的值

在不断下降。这也就意味着重工业建设确实改善了重工业基础，令改革开放之后选择机器替

代人的技术进步的动机更强。综上所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重工业优先战略没有改变改

革开放之后轻工业技术选择的方向，机器替代人始终是最优的技术进步选择，但是在封闭经

济条件下重工业优先战略加强了选择轻工业技术进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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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轻工业最优技术选择的实证结果 

 

（三）结构分解分析 

在前文之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重工业优先战略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为

了进一步度量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小节采用一个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拆分出各个阶段的重工业建设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构分解

方法如式（14）所示， 

                                     

                         

 ⏟              

增加值率变化的贡献

 
                         

 ⏟              

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

                               

（14） 

其中， 表示分部门增加值率，即一单位总产出中增加值所占的比例；         ，即完

全消耗系数矩阵； 是最终需求向量；  ，  和  分别代表增加值率，完全消耗系数和最终

需求从 1957 年 1992 年的变化。公式（14）将 1957 到 1992 年中国经济的增加值①的变化

分解为增加值率变化的贡献，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和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我们的结构分解

分析采用增加值，也就是 GNP，作为福利标准，从而让我们可以探讨轻工业和重工业技术

进步在这一福利标准下的权衡问题。具体而言，我们拆分了各个阶段各个产业技术进步对增

加值的贡献，因此允许我们在这个框架下探讨某个产业技术停滞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关于

SDA 的具体推导，请参考 Miller and Blair (2009)。 

    本文进一步地将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拆解为 1957 年到 1973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

                                                        
① 在本文的实证数据中增加值即国民生产总值（GNP，以 1957 年币值）。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0.16

0.18

0.2

1957 1963 1968 1973 1987

年 

L

R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18 

贡献、1957 年到 1973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57 年到 1973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

数变化的贡献、1973 年到 1987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73 年到 1987 年重工业

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73 年到 1987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87 年到 1992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87 年到 1992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1987 年到

1992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具体分解方法如式（15）所示， 

 

                         

 

 
                                                                   

 ⏟                                                

    年到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其他行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                                                

    年到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

 

            （15） 

其中       表示由 x 年的轻工业技术，y 年的重工业技术以及 z 年的其他行业技术所构成的

经济的完全消耗系数，其他行业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分解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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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结构分解分析 

以 1957 年币值所计量的 GNP 从 1957 年的 1038 亿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9061 亿元，

共增加 8023 亿元。我们采用式（14）计算了出了 GNP 增长中技术系数，增加值率和最终

需求变化的贡献，其中技术系数变化的贡献为 782 亿元，增加值率变化的贡献为 448 亿元，

而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为 6793 亿元。本文集中探讨技术系数变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为了

厘清各个时期各种类型技术变化的贡献，我们进一步采用式（15）拆分这技术系数变化所

贡献的 782 亿元。图 6 给出了 1957 年到 1992 年技术系数所解释的 GNP 变化中各个时期各

种类型技术变化的贡献，即式（15）所给出的计算结果。1957 到 1973 年的重工业技术进

步贡献了 268 亿元，对 1957-1992 年的技术效率贡献 34.3%；1973-1987 重工业技术的相

对倒退，重工业技术变化对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10 亿元，对 1957-1992 年的技术

效率贡献-14.1%。1973 年到 1987 年的轻工业技术进步贡献了 436 亿元，对 1957-1992

年的技术效率贡献 55.8%。由此可见，轻工业部门技术进步是整体经济技术效率改善的核心

力量，重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效率改善有一定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相对有限。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通过构造多部门模型刻画轻工业技术选择与重工业技术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技术

选择不仅取决于轻工业技术本身的特征，还受到本国重工业基础的影响。理论模型揭示，当

重工业技术水平较高时，密集使用重工业投入的轻工业技术效率较高。而当重工业技术水平

较低时，密集使用劳动的轻工业技术效率较高。为了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我们结合微

观和宏观数据，编制了 1957-1973 年中国历史投入产出表。结果显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提高了重工业的技术水平，但没有改变轻工业技术选择的方向。分解结果表明，1957-1992

年的技术效率变化中，1957-1973 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34.3%，1973-1987 重工

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14.1%，而 1973-1987 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 55.8%。对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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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技术效率提升有一定作用，但符合比较优势轻工业技术的

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从实证数据来看，重工业技术对轻工业部门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即使完全考虑了

产业关联性，其贡献依然相对有限。考虑到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市场扭曲、经济增长、收入分

配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收益可能远远低于其成本。这些实证结果

与国际经验也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轻

工业（如纺织等），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推动资本的快速积累。相反，推行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的国家，如改革前苏联、开放前的中国、印度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其经济增长绩

效都差强人意。从中国各地区发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轻工业迅速发

展的地区（如浙江、广东等），而不是重工业基础发展最好的地区，这说明在开放条件下，

重工业基础对轻工业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当然，如果进口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国家无法从

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具有很强产业关联性的重工业技术，优先发展某些战略性重工业行业依

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产业结构，随着禀赋结构不断变

化，最优产业结构也随之变化。但是，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由于存在外部性、协调失灵

等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和产业顺利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指出

的是，政府的“因势利导”需要以禀赋结构为基础，“因势利导”的产业必须与本国“比较

优势”相一致，否则，政府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其正面作用。基于产业关联的

视角，本文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协调失灵问题的基础上研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作用。我

们的实证发现，即使考虑产业关联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轻工业技术进步的正面作用有

限，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干预难以有效推动产业升级。要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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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Run Effect of Heavy Industrial 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Evidence from 

Input-Output Analysis 

 

Chen Lin   Binkai Chen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et up heavy industrial 

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because of the strong industrial linkages of heavy 

industries. Based on a multi-sector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mpiled 

China historical input-output tables (1957-1973) and measured the industrial 

linkages as well as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of heavy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heavy industrial 

foundation on optimal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light industr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heavy industrial foundation had not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raised the efficiency of light industries.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total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technological coefficient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change of heavy industrial coefficients in 1957-1973 

contributed 34.3% of the total effect, while the changes of heavy industr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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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industrial coefficients in 1973-1987 contributed -14.1% and 55.8%, 

respectivel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hough heavy industrial 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efficienc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light industries that satisfy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ndition is 

the key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heavy industrial 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dustrial linkage, 

input-output table, long-ru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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